
此文发表于 2012 年 2月号《开放》杂志。编辑把标题改成了《李讷 林豆豆 宋彬

彬》。 

中国的斯维特兰娜在哪里？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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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钟先生在第一期上写了关于不久前去世的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文章。他介绍

了她的书在历史上的意义，特别还写到她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在 30 年前对他自

己的思想成长的深刻影响。 

相比之下，《纽约时报》那篇报道她的死讯的文章，以她的父亲、四个丈夫和三个孩

子为线索介绍她的一生。那篇文章简直像是在用一种旧式的观念介绍一个旧式的女

人，离开了斯韦特兰娜其人其书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网上中文有关文章的资料大

多来自这篇报道，而且在翻译转述过程中，又多多少少强化和渲染了她离开苏联后的

生活不安定以及贫困。比如，英文报道中提到她在美国结婚后又离婚的丈夫的家世，

其实原因之一是这个姓氏在美国的建筑界和艺术界极其著名，在博物馆美术馆中位置

显赫，而中国人一般不知道这个名字也就没有感觉。 

当然，在世俗的眼睛里，强化斯韦特兰娜晚年生活的孤独和默默无闻会对她本人产生

贬低作用。然而，这样做也不见得有什么必要，因为在汉语中，并没有斯维特兰娜式

的作品真的出现过，也没有过她这样的作者。 

 

在这里，用斯维特兰娜的名字，是代指那些从高层权力家庭里出来的子女中，能超越

自己的环境，独立思考和批评父辈的所作所为，以及反省和选择他们自己的人生走向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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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没有出现和斯维特兰娜相似的书，虽然肯定有一批和斯维特兰娜身份相似的

人。 

北大人讲述了他们遭受的“红色公主”们的打击。 

北京大学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毛泽东称为“反动堡垒”进行重点打击，文革前还是“最

高学府”。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在文革前一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这和斯大

林命令女儿进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一样。不过斯维特兰娜没有对莫斯科大学作过什么，

和李讷不一样。 



1966年 7月 26日晚上，在北大大学东操场的全校万人大会上，江青发表讲话，宣布 6

月 18日在北京大学发生的大规模暴力“斗争黑帮”是“革命行动”，然后话锋一转，

指控历史系教师郝斌“迫害”李讷。会场上马上有人大喊“把反革命分子郝斌揪出

来”。但是因家人生病他已经提前退场回了家。第二天郝斌到校就被关进了校园“劳

改队”。一次他遭到“斗争”时，同一教研室的一名同事，认为他是江青点名的“死

老虎”，永远翻不了案的，重拳出手把他打昏倒在地上，又拖出门外。（文革中学生

出手打人比较常见，教员出手打人比较少见。）结果，也确实是十年后毛泽东死亡、

“四人帮”被捕，他才得到“翻案”。 

郝斌的一名同学在文革后告诉笔者，他毕业后分配到外省工作，文革中看到大字报上

江青讲话指控郝斌“迫害”李讷，很是吃惊，后来见到郝斌，还拿这个事情开玩笑：

你怎么还“竟敢”（文革大字报常用词）作此等事情。不过在文革时，这可是一点都

不可笑的事情。 

当年的大字报有抄件在。所谓“迫害”李讷，是指北大历史系师生 1964年到郊区搞

（这个动词的具体含义还真难解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划分阶级成分”时，因

为划高划低，郝斌和李讷发生过争论。当时争论并不激烈，他自己都未曾特别注意。

但是李讷回家报告了江青。这种罪名，这种到大会上直接宣告定罪的方式，而且是对

于女儿的老师，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然后煽动学生同事“斗争”殴打被指控者，更

是残忍荒谬。 

李讷在文革中受毛的派遣，多次到北大来。有一次传达了毛泽东把攻击北京大学“庙

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下联改成了“池深王八多”。这当然是导致了大规模的迫害

在北大发展更甚。当郝斌被大字报“揭发”时，他在 1964年最“严重”的“反动言

论”也不过是预警了“这样搞下去会死人的”，在文革中“死人”变成了北大的现

实。63人在北京大学被迫害致死（这并不特别，我的调查所及的大学都有两位数的受

难者）。但是，不论是对于全校性的这种灾难，还是和李讷个人作用直接相关的郝斌

所受的迫害，李讷在文革后的三十多年中，从来没有表示过歉意。 

普通人的道德观念是在公共汽车上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要说一声“对不起”。但是还

有另一种道德观念是害死害伤了人也不必道歉。 

文革中当了第二号权力人物整整五年的林彪，有一个女儿林豆豆上过北大中文系。她

原在清华，1964年转学到北大（当时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文革中成为

唯一的副主席）。到北大后她长期缺课，时间超过了学校章程所规定的病假天数，中

文系在请示了学校领导后（一般不用的），请林家给她办理病休手续，并告知病好了

可以复学。林豆豆后来从未要求复学，而且在文革中当上了《空军报》主编。但是她

被要求办病休手续，文革中却变成了“迫害林副统帅女儿”的大罪名。林豆豆的弟弟

林立果在北大“揭发”此事，有关的人都被“揪”出来。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和代理

教务长王学珍二人，都被用布袋子蒙头，绑架到秘密地点，遭到审问和殴打。（别人

也许也被这样对待，只是我没有能和他们谈话。）1968年 1 月 25日，专为这一件事

情，在北大最大的会场召开“斗争会”。所有和此“案”有关的人在台上遭到野蛮的

羞辱和折磨。 



文革后，林豆豆从来没有跟北大人道过歉，尽管她就在离北大十公里的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这不是很讽刺吗？）现在，向景洁老师已经去世，王学珍先生

86岁，住在北大宿舍。林豆豆过去没有去道歉，将来会去吗？ 

她的一名同班同学说，她来过他们班级的聚会，大家觉得她还“生活在过去”，也就

是优越感。她几次提到她最近去了什么大人物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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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老人王晶尧，今年 91岁了。他的妻子卞仲耘，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

长，1966年 8月 5日在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打死。卞仲耘是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

人。后来的一个月里，有数千人在北京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王晶尧在那个闷热的夏天，咬碎了床上的草席，因为他不能放声痛哭。他在橱柜里为

卞仲耘布置了一个灵堂，因为不敢让外人看见。多年后给了他 400块钱作为抚恤金，

他要求用这些钱立在学校立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被拒绝。文革后他到法院告状，被

以“追溯时效已过”驳回。他沉默了。沉默多年后，2007年，他给卞仲耘学校的现校

长袁爱俊写了一封公开信，为什么呢？因为在 1966年 8月 5 日时担任学校“文化革命

委员会”负责人和红卫兵领导人的宋彬彬，在学校 90年校庆时成为 90名“知名校

友”之一。在关于她的个人事迹的大型展板上，宋彬彬放上了那幅当年名噪一时的她

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照片。 

公开信说： 

        1966 年 8 月 5 日，原师大女附中（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里，

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惨无人道，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

铜头皮带殴打，用军靴践踏，折磨达数小时，其过程令人发指！文革中，卞仲耘

同志是北京市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十三天之后，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

其中包括原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首要负责人派出的，由宋彬彬带队的 50 名红卫兵

代表。宋彬彬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实

质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1966年 8月 18日之后，北京市有 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

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

彬。对此，我不得不提出强烈抗议。 

 

这一公开信没有得到校方或者教育部门的任何答复，没有得到宋彬彬和其他师大女附

中红卫兵的答复。这封信也没有能在国内纸质媒体上发表，只是由王晶尧的年青朋友

帮助送上了电脑网路而得到了“公开”。 



2010年，北京一家名为《记忆》的网刊发表了宋彬彬等五人的一个座谈纪要和一些其

他相关文章，共五万多字。这些文章的主题之一是为宋彬彬辩护。后来，她们还要求

纸质刊物发表她们的文章。再后来，中间人写信给编辑说，那篇文章不发了，因为宋

的丈夫不愿意她抛头露面。她的丈夫发现癌症，要等他去世后再发。 

安静了一段时间后，最近网上报告宋彬彬的丈夫靳剑生因肺癌在去年 11 月去世了。

同时有消息说，宋彬彬等人将再次发动。  

在卞仲耘被打死时，宋彬彬的父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她的丈夫并不是高干

子弟。靳剑生的姐姐著文说，他们的大姨妈的丈夫名叫李振翩，湖南人，1949 年后

一直住在美国，年青时曾经加入毛泽东在长沙领导的学生运动。（确实，李振翩在文革

中回国得到毛泽东的接见。接见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上。）靳剑生的一个姨妈

多次到他插队的内蒙古，说服了军代表。靳剑生作为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朋友的亲戚而

进入了大学（那时候凭“推荐”上大学），与宋彬彬同学。 

当然可以庆幸靳剑生的好运气。不过，假使他自己回顾历史，会意识到拥有一个住在

美国的是毛泽东年青时代的朋友的姨父的概率是多么低，这样一种文革确立的用家庭

背景来决定谁能上大学的制度不是好的制度。就像斯维特兰娜虽然享有特权，但是在

她的书中对苏联把领导人家的保姆厨子都列入国家工作人员编制的浪费和没有人情味

作了深入的批评。但是他已经去世了，而他的劝阻也并不能真影响宋彬彬的行动。 

王晶尧写公开信的时候是 87 岁，现在 91 岁。他的妻子卞仲耘被打死已经 45 年有

半。2009 年，一些女附中的学生捐款为她建造了一座铜像。铜像上没有铭文，只有

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一位捐款者拟的卒年部分是“殁于 1966 年 8 月 5 日文革暴力

中”。前红卫兵们反对，要求只写“1916-1966”。最后的“妥协”是“1966 年 8 月

5 日”。北京的评论家刘自立指出，这是“存像废史”。 

在斯维特兰娜的书里描述了她和斯大林之间的父女亲情，但是也描述了她知道的对她

认识的人的杀戮和迫害。她面对事实，她用善恶标准（现在的话叫做“普世价值”）

评判事实。这两点正是她的书能感动读者的主要原因。  

鲁迅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金

钟先生文章的用意，显然是在指出他国的精神火光，引导中国的精神前途。衷心希望

他的文章会带动中国的国民精神进步。 

王友琴 

2012 年 1 月 26-29 日 

 

 

  



 


